
论云冈石窟图像符号对社会规则的
约定和表达

徐 婷 车 莉

［摘要］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由鲜卑统治者主持营建的云冈石窟反映出当

时政教合一的统治秩序。云冈石窟造像的图像符号不但表现了丰富的佛教思想和信仰内容，同时也表达了当

时宗教社会中的社会规范和秩序。云冈石窟图象符号从统治身份的神圣化、等级社会的合理化、道德伦理的符

号化三方面对社会规则与秩序进行约定和表达，石窟图像符号所表达的非制度性规范是信仰社会中存在着的

具有约束作用的持久的社会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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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造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符号。
一方面，作为宗教文化的产物，石窟造像的图像符

号蕴含着丰富的宗教思想和信仰内容。另一方

面，由于宗教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它在一定

时期总是以特定的面貌出现，显示出时代性的社

会特征，因此宗教符号也被打上了社会特质的烙

印。结构主义理论学家吉登斯认为: 社会当中存

在很多有意义的符号，它们同其他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一样，是行为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行为

约定———即社会规则。云冈石窟的图像符号就是

这样一种有意义的符号，它们在解说佛教信仰与

思想的同时，表达了北魏社会特定的规则和秩序。

一、统治身份的神圣化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

建立的政权。由鲜卑统治者主持建造的云冈石窟

是北魏社会的缩影，它映射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少数民族统治社会的政权秩序。云冈石窟的图像

符号显示出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性，这在我国

古代石窟中较为少见，奠定了云冈石窟在我国佛

教石窟发展史中独特的地位。
云冈石窟的政治象征性源于北魏时期政教结

合的社会统治秩序，是对北魏社会规则的最基本

的表达，这一象征性在昙曜五窟造像中表现非常

明显。北魏道武帝时期，沙门法果提出皇帝“即是

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1］，“能鸿道

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尔”［1］。此后，宗

教与政治合流逐渐成为当时宗教与社会发展的潮

流。太武帝灭法事件 ( 公元 445 年) 后，文成帝继

位复法，并于“兴光元年( 公元 454 年) 秋，敕有司

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

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1］天子与

如来合拜的主张继而恢复，云冈早期昙曜五窟的

大像即象征了北魏太祖之后的五位皇帝。昙曜五

窟包括了窟号为十六到二十的五个大型窟，关于

五窟主像的佛名说法各异，人物象征也具有不同

的观点。其中，《云冈石窟》画册认定这五尊佛像

依次是释迦牟尼佛、交脚弥勒①、三世佛、三世佛、
三世佛; 宿白先生主张［2］( P． 147 － 161) 十七窟主像也应

认定为三世佛，只不过中间最高大的像是未来佛

弥勒佛; 刘慧达先生则认为昙曜五窟的主像都是

三世佛［3］( P． 100 － 111) ; 赵一德先生②将主佛与象征时

空无限、“五大”、“五智”③的五佛联系起来，根据

佛像外形特点，将这五个窟的主像分别认定为五

佛中的东方阿閦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和中央毗卢遮那佛［4］( P． 100 － 106)。
对应于这几种不同的主张，在佛像的人物象征上

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观点:



昙曜五窟主像的帝王象征

16 窟 17 窟 18 窟 19 窟 20 窟

对应三世佛的帝王象征 道武帝拓跋珪 明元帝 太武帝拓跋焘 景穆帝 文成帝拓跋濬

对应五佛的帝王象征 神元帝拓跋力微 道武帝拓跋珪 太武帝拓跋焘 文成帝拓跋濬 文成帝以后的拓跋帝王

两种观点都尊重了史书上“太祖已下五帝”的

记载，强调了帝王象征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三

世的对应关系，并且力图追求造像细节与史实的

对应关系。第十八窟大佛造像，象征太武帝拓跋

焘。太平真君六年 ( 公元 445 年) ，太武帝发动灭

佛运动造成法难，致使全国寺庙殿塔、佛像经卷被

毁，僧侣遭受残害，被迫还俗。云冈第十八窟大

佛，身披千佛袈裟，左手抚胸站立，本应端坐的佛

像呈站立，带有不尊之意。大佛袈裟上刻满千佛，

似乎代表了法难中的遇难者业已成佛，而不一的

大小表示他们成佛前功德身份各异。大佛肃穆、
沉闷的表情，与太武帝发动法难，生灵涂炭，心生

悔意的历史记载相吻合。
第十三窟的佛像脚上的黑石也是云冈帝王象

征中的典型一例。该窟主像是交脚弥勒像，因其

右脚面上镶嵌有两颗黑石，直径约 6． 5 厘米，恰好

与史书中‘颜上足下，各有黑石’的记载相吻合”，

一般认为此像正是文成帝复法之当年 ( 452 ) 由沙

门师贤主持所凿的‘帝身石像’［5］( P． 251 － 253) ，象征了

文成帝拓跋浚。并且，这尊造像的耳部并不像一

般佛像垂肩，它是一躯非佛非人、亦佛亦人的造

像，显然是佛与帝的结合体。此外，造像交脚的姿

势也具有特殊含义，交脚并不是佛教造像本有的

姿势，而是鲜卑人常用的坐姿，其用在佛教造像身

上也表明造像具有佛祖和鲜卑帝王双重身份。
第五窟北壁主佛高达十七米，是云冈第一大

佛，造像端庄慈祥，气势雄伟壮观，是孝文帝为纪

念其父献文帝拓跋弘而雕凿的。据考证，创作时

间应在北魏平城后期［2］( P． 150 － 151) ，冯太后驾崩之

后。孝文帝是献文帝的长子，献文帝虽未立皇帝，

孝文帝对献文帝却非常孝顺。《魏书·高祖纪》记

载，孝文帝五岁时，献文帝禅位，徙居崇光宫后，孝

文帝每月都去看望，在献文帝与冯太后矛盾激化④

的时期，孝文帝前往武州山为献文帝祈福，献文帝

暴崩后，孝文帝多次前往武州山鹿野苑纪念。为

献文帝雕凿佛像，一方面表现孝文帝的感念之情

和对先王亡灵的慰藉，另一方面造像高大的身形

和宏伟的形象更是对献文帝生前政治地位和军事

功绩的肯定和赞颂。
云冈象征统治身份的造像还有二佛并坐像。

以二佛并坐为主题的图像频繁出现在云冈早、中、
后期造像中。尤其是在中期以后的洞窟中，经常

雕刻于正壁，成为主要雕刻内容［6］( P． 16 － 19)。云冈

二佛并座造像再现了《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第

十一》中“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
的情景，起到了对佛经的宣传作用。云冈的二佛

并坐隐喻了北魏社会太后临朝听政，皇帝与太后

共事朝政的政治格局。云冈大量二佛并坐造像的

出现，从侧面反映出冯太后在当时朝中政治地位

的重要性，造像以备受敬重的释迦牟尼佛和多宝

如来佛隐喻二位当政者，显示出对于他们政治功

绩的肯定与赞扬。此外，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佛

母塔也具有异曲同工之象征意义，表现了孝文帝

政治上虽受冯太后压制，却感激冯氏培育之恩，深

怀敬重之情，故造像以显示其德能。云冈造像再

现了北魏献文帝和文明太后之间特殊的政治事件

和情感。在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了褒奖的语态

来进行描述，达到了平衡政治波澜，颂扬各自政治

功德的目的和效果。
无论是昙曜五窟、第十三窟、第五窟单尊主

像，还是二佛并坐图像，都以造像符号象征方式表

达出一个主题: 佛即是皇帝，皇帝即是佛。佛与帝

身份的合一意味着统治者身份、角色与神圣性的

结合。进而，在对统治身份神圣化的同时，统治权

利也被神圣化，获得先天的合理性。佛与帝的身

份合一对于帝王而言具有多重意义: 一是祈求自

身的平安和福佑，这一点与一般民众的祈福愿望

是相似的，二是通过颂扬丰功伟绩对其过失弱化

甚至消解，三是借神的权威进行驾驭和统治，这也

是宗教获得政治支持的根本原因。
云冈石窟造像的政治象征性表现出北魏社会

皇权与宗教相互依附的状况。一方面，神圣宗教

给予皇权以合理性; 另一方面，对于权利的依附也

使宗教本身获得合法的地位，这是宗教获取制度

性资源的有效手段，也是佛教能够在北魏社会获

得生存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北魏初期，在还没有

强大的独立宗教权威机构作为支持和庞大信众群

体作为基础的情况下，佛教采取折中的方式是自

身的需求，即: “一为争取地位、二为维护尊严、三

为弘扬教义”［7］( P． 69 － 74)。这一点也决定了北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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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断改造和适应

的过程，云冈造像政治性的特点正反应了佛教在

中国本土化过程初期的发展路径和基调。

二、等级社会的合理化

云冈的造像主题是多样的，各种主题之间存

在多样的组合方式，但无论是哪种组合，不同主题

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主次之分，这种主次关系往

往在造像高度、位置和图像具体分布中表现出来。
从造像的大小上看，云冈十米以上的巨型造

像有十一处，其中五处是释迦牟尼佛，三处是菩萨

像，佛和菩萨在造像中占到了 73%，具有绝对的主

导地位。八部护法、供养人等的高度都明显远远

小于佛和菩萨的造像，即使是在刻意强调八部护

法、供养人等造像题材时，创作者也从未随意增加

造像的大小和高度。在刻画多种主题的云冈石窟

图像中，佛和菩萨始终是最为高大和宏伟的，而其

他神灵相对矮小。即使是在千佛图像当中，虽然

单尊佛像很小，但由于其数量众多、队列很规整，

仍然体现出一种整体的宏大感。
从造像题材的分布上看，造像图像主次分明，

呈现出固定的规律。在一主佛二胁侍或一主佛四

胁侍的图像中，主佛居中间，胁侍分居两侧，例如

第五窟西壁上层盝形方格天幕龛内的弥勒菩萨与

二胁侍声闻造像。这一规律也尽现于三世佛、四

方四佛和西方三圣题材造像，例如第十一窟中心

塔柱的四方四佛。在主像与弟子的组合造像中，

主佛居中间，弟子分居两侧，例如第十八窟佛陀与

十大弟子造像。此外，在构成多样的石窟图像中，

方位主次特征同样显著。在众多的组合图像中，

第六窟是一个布局规整的洞窟，窟中人物形象众

多，主题鲜明，例如东壁中层南侧的初转法轮像，

盝顶形方格帐式龛中，佛陀端坐中央，双目微启，

面露笑容。佛陀上面空间可分为三层，分别雕刻

六尊供养菩萨、四尊供养夜叉和七尊供养天人; 佛

陀两侧各雕刻六尊供养人，或跪或站; 佛陀下面中

央雕法轮，两侧各卧一只鹿，鹿外侧左右各雕两供

养人。这种供养菩萨———供养天———主尊———供

养人自上而下的格局在其他图像中屡见不鲜，成

为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
云冈创作者常常以相似的高度和体积来表现

某些题材。在二佛并坐题材和七佛题材当中，二

佛、七佛都以同等的高度，同样的位置出现，这在

所有以此为题的造像中无一例外，例如第十一窟

屋形龛内的七佛立像，其面容、衣着、体型、姿态整

齐划一，体现了七佛具有相同的地位和重要性。
可见，云冈石窟造像大小的主次之分、造像方

位的主次之分保持着较为固定的模式，并且它们

与造像的主题直接相关。像的大小和方位直接体

现了其在整个图像中的重要性。如果将重要性做

一个排列，我们可以发现，在神圣世界的造像主题

中，存在着金字塔形的序列，从佛———菩萨———弟

子———护法———供养者———动植物，造像的重要

性和地位由强到弱递减。这一特点在各种造像主

题的构图分布上具有统一性，从而构成了云冈造

像的等级序列。
云冈石窟造像是佛教与艺术的结晶。佛教教

义主张众生平等，认为众生与佛本属一性，本质上

都是平等的，凡俗与圣贤本质上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与主张上帝具有绝对权威性和至上性的基督教

是截然不同的。佛的神圣性来源于俗世。《增一

阿含经》卷二八记载天帝释提桓因听佛说法后，欲

供养佛饭食，问佛喜欢人间的饮食还是天上极为

美味的“苏陀”，佛陀回答是人间饮食，并说:“我身

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且佛陀觉悟成

道也是在一系列的人间磨练之后完成的，因此圣

与俗、佛与世人本无本质的区别，仅仅存在迷悟的

差异，世人只要摆脱妄念皆可成佛，它们不存在地

位的区分。但为什么造像中的圣俗却体现出既定

的差异? 可见造像艺术并非仅仅对于宗教教义的

忠实表达，宗教艺术所蕴含的丰富内容还来源于

现实生活。
艺术的本质在于它是对生活的模仿，云冈石

窟造像艺术是对北魏社会秩序的映射。北魏封建

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意识较为鲜明的社

会，门户标榜的世风遍及于社会各个阶层，蒙思明

先生将其归纳为婚姻不相通、交友相隔绝、仕宦分

两途三种风习［8］( P． 114 － 123)。反映在宗教上，等级性

的观念同样有所渗透。在出家僧人中，北魏时期

对佛教实行的僧官制度使层级化的管理模式渗入

僧人的日常生活; 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其自身的

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直接左右其信仰方式，尤其在

捐资造像这一信仰行为上，明显地显示出以阶级

划分的社会分层的差别。可以说，等级意识贯穿

于北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信仰领域。
这样的社会等级意识反映在宗教信仰中，显

示为神圣世界的等级化。云冈造像的各种主题:

佛像、菩萨、护法、供养者，有着等级秩序鲜明的序

列。他们映射出现实社会中不同身份的群体: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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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大臣、武士、商人和贫民。二者之间具有明显

的对应关系: 佛像对应位处社会顶层的皇室，菩萨

对应辅佐皇帝于左右的大臣，护法对应同样具有

护卫作用的武士阶层，而供养者则对应于处于社

会底层的商人和贫民。这种对应虽是粗浅的，却

是阶级社会等级意识在宗教信仰世界的映射。宗

教造像艺术蕴含了对社会现实的模仿，同时将宗

教的神圣性与社会的等级性在同一载体上表现出

来，当这两种意义相互叠加后，等级性与神圣性就

合二为一，等级性具有了先天的合法性。这无疑

为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下社会力量和权力的不平

等提供了合法化的解释，并使制度化社会秩序有

了神圣性的依据。

三、传统道德伦理神圣化

造像世界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其中的人物

是符号化的，观念也是符号化的，例如美、丑、善、
恶等价值判断。观念的符号化在造像中有时是通

过符号的象征过程完成的。
在云冈含有莲花图样的造像主题中，莲花因

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征而象征佛性的清净高洁，

颂扬了坚守自性的高尚品性，常常出现在佛座、背
光、手持物华盖佛或菩萨出现的背景环境中，被视

为美和善的事物。阿修罗和夜叉是云冈常见的造

像对象，虽然它们勇猛善战，并且后来皈依佛法而

成为佛的护法，但其种种劣迹和怪异却被形象刻

画，成为了曾经作恶多端的形象代表，云冈造像所

表现出的阿修罗三头四臂，手持日月，夜叉也是面

目狰狞，使人不禁将它们与丑和恶相联系，又与勇

猛相关联。
高贵低贱等与身份地位相关的价值判断也是

符号化的对象。佛教中象征着善德、智慧理想人

格的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往往以既定的模式出

场: 文殊菩萨骑狮子，普贤菩萨乘六牙象，菩萨座

骑在表示佛法的同时，也通过动物本身的力量和

特性显示菩萨的高贵身份。例如在第九窟后室明

窗西壁上，普贤端坐大象背上，左手上举，右手抚

腰，颈饰项圈、上身斜披络腋、下着长裙、神情自

若，前方有手持琵琶、横笛的伎乐天引导，后方有

持华盖的供养天相随，烘托出菩萨身份的高贵。
云冈造像体系中，世俗供养人的身份是较为低贱

的，除了其造像较小、位置的边缘化的特征外，还

有一些象征地位的造像要素，例如跟随世俗供养

人的驮载着进贡物的马 ( 第十六窟附一窟西壁上

层) 和骆驼( 第十二窟后市南壁尖拱坐佛龛左侧) 。

马和骆驼在农业、牧业社会是最为普通的动物，是

受人役使的低贱劳力，这一主题的出现表现供养

人的虔诚之心，更象征了供养人地位的低下。
云冈石窟造像中还有一些观念的符号化是以

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的，例如佛教造像中对一些

因缘故事的再现。
第十窟后室东壁中层雕刻了《杂宝藏经》中所

记载的妇女厌欲出家的因缘故事。画面结构简

单，雕刻了一比丘坐在座位上为一妇女剃度，妇女

呈跪姿，双手合十，表情安详。这个因缘故事实际

讲述了一个欲与母亲“乱伦”的儿子，遭受“地即劈

裂”、“生身陷入”惩罚的故事，造像用妇女最后皈

依佛教的场景再现了整个故事，在道德的层面上

否定了乱伦的行为。
第十窟后室南壁下层的因缘故事中，右侧刻

画两个坐乘大象的人，上侧有三个比丘相，下侧二

菩萨跪拜，这个画面讲的是象护忍辱弃贪出家的

因缘故事: 摩竭国中一个叫象护的男孩，他出生的

时候“藏中自然出一金象”［9］，象与象护相伴长大，

形影不离。这是一头神奇的象，它的大小便都是

金子。这一消息被阿阇贳王子得知后便意据为己

有。他登上王位以后即招象护父子入宫，并欲独

留象在宫中。不料象护离宫后大象“没于地，踊出

门外”［9］，跟随象护返回家中。象护认为“国王无

道，刑罚非理，因此象故，或能见害。今佛在世，泽

润群生，不如离家遵修梵行。”［9］ 于是尊佛之言，

“须发自落，法服在身，便成沙门”［9］。这个故事

表现了对贪念的否定和诘难。
第九窟前室西壁和北壁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

了睒子本生故事，现今能够识别的包括“睒子孝养

父母”、“睒子与父母入山修道”、“睒子在山中与

兽为群”、“睒子为迦夷国王射杀”、“睒子父母闻

睒子死呼天抢地”、“迦夷国王跪在睒子父母前忏

悔”几处场景。“睒子为迦夷国王射杀”场景，构图

较为复杂: 在蜿蜒的溪流两岸，一侧披着鹿皮衣的

睒子跪在溪旁汲水，另一侧刻画了奔驰的野鹿和

追猎而来的人马，人群前面是国王，他张弓欲射的

姿态与乘骑俯首停蹄的动作，反衬出射程之内处

于危险当中的睒子。睒子本生故事在《佛说睒子

经》中有记载，故事的结尾是天地诸神感动于睒子

父母的悲叹，求助于因陀罗而让睒子复活，其主旨

意在赞扬睒子恪守孝道的美德。
以上所述造像内容均是云冈佛教对道德、伦

理观念的表达，体现了佛教对于坚守自性、克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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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去除贪念、恪尽孝道美德的颂扬和对残暴杀

戮、违背伦常的行为的贬斥。其中，有许多观念与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观是一致的，尤其与儒家对于

正心诚意、克己复礼、舍利取义、亲亲孝悌的主张

非常相似。这种一致性出现在北魏时期的造像内

容中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因为北魏时期佛教中国

化已达到了一定阶段，儒释道三教合流初见端倪，

佛教已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了一定的内容。现

国内唯一留存的三教合一寺院———悬空寺———正

是与云冈石窟位于同一地区，修建时间略晚于云

冈石窟，云冈石窟佛教思想的儒学化可见一斑。
因此云冈造像中所表现的诸多佛教伦理思想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观念的维护和支持。
宗教造像的内容和形式是世俗社会在神圣世

界的映射，同时也是现实社会诉求神圣性根据的

反映。在云冈造像所体现的秩序当中，无论是统

治者身份还是等级社会和传统伦理的合法化，宗

教都在为现实世界的秩序寻求合理而神圣的支

持。云冈图像通过符号的象征意义将社会秩序与

宇宙秩序在同一个符号之下关联起来，试图让人

们在现实秩序中体验出超验的意义，变有限的秩

序为无限的秩序，变现实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
但是，这种秩序的建立并不是规则的重构，而是对

传统道德伦理的支持和强化。云冈宗教图像中，

佛教对社会道德的主张本身并不是传统道德体系

的重要来源，而是为世俗生活的伦理价值体系提

供信念的支持。“将伦理体系和对超自然力的崇

拜合为一体”［10］( P． 265) 正是中国宗教同西方宗教的

一大区别。
但现实秩序与宇宙秩序毕竟是不同的，现实

秩序有社会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而信仰符号建

构的宇宙秩序只能作为非制度性秩序存在，并以

道德和伦理等非制度化秩序的方式体现出来。尽

管如此，对于非制度化秩序的违背和破坏，同样会

被视为一种道德失范，因此由信仰符号所建构的

合法化秩序会表现为心理激励或威慑，同样具有

社会规范的意义和作用。对个人而言，这种规范

同时也是解释的方法，当个人的经历在合法化秩

序的意义系统中得到理解时，它在客观上对自己

才具有真实性和意义，反之就会形成自我否定性

的评价，对个人的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体现为一种

社会静力作用。因此可以说，云冈造像符号是信

仰社会的非制度化秩序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非制

度性秩序的规范作用。

注释:
①文物出版社 1977 年出版的《云冈石窟》画册将 17 窟主像认

定为交脚弥勒，2000 年再版时重新将 17 窟主像认定为三世佛。

②李恒成先生在《云冈石窟与北魏时代》一书中表达了同样

的观点。

③“五大”，即地、水、火、风、空，是生成万法的五种要素。“五

智”，即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修

行禅业者以五佛成就的五智为最高标准。

④《魏书·皇后列传》: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

年十四，高宗( 托跋浚) 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显祖即

位，尊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 ( 托跋弘) 年十二，居于谅

闇，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高祖( 托跋宏) 生，太后

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

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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